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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全球数字经济加速渗透与新一轮科技革命深度融合的关键阶段,新质生产力作为引领未来发展

的强大动力,其培育进程与数字产业的空间布局密切相关。 此时,系统揭示数字产业集聚对新质生产力的作用

路径,不仅能丰富相关理论体系,更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学理价值与实践意义。 以 2011—2022 年

我国 34 个省级行政区中的 30 个省份(含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为依托,聚焦数字产业集聚与新质生产力

的内在关联,并深入探究其中的作用机制。 研究发现:第一,数字产业集聚对新质生产力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

作用,这种作用稳定且持续,是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动力;第二,数字产业集聚可通过双路径产生间接赋

能效应,一方面能提升新型城镇化水平,优化人口与资源配置,另一方面可提升金融集聚效率,为新质生产力培

育提供资金支持;第三,政府数字关注度的提升是重要调节因素,能显著强化数字产业集聚对新质生产力的推

动效应;第四,该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在经济发达、市场化程度高及产业结构升级显著的地区表现更为突

出。 基于此,提出针对性建议,包括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完善新型城镇化与金融协同发展机

制、提升政府数字治理能力、实施差异化区域发展策略等,以期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与

有效的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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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 2023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期间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后,各有关方面持续推动相关

理论构建与实践应用。 在 2024 年 1 月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释新质生产

力的内在逻辑、核心要义及实践路径。 2025 年 3 月 5 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审查并

批准了国务院提出的《关于 202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5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草案的报告》。 该报告明确指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核心任务之一是依据各地实际情况推进新质

生产力的发展。 这一系列举措为我国经济社会迈向高质量发展绘制了蓝图并提供了行动指引。
与此同时,产业数字化席卷全国各行各业,数字化产业蓬勃兴起,数字经济已然成为拉动全球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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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的核心力量[1] 。 数字技术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驱动力,正深度重塑经济发展格局,与新质生产力存

在着极为紧密的内在联系。 一方面,数字技术能够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系统性的优化升级,显著

提升其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为传统生产力转型新质生产力奠定坚实基础;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凭借

其强大的创新活力,催生出众多新产品、新服务,开辟出广阔的新市场与全新的经济增长点[2] ,成为

新质生产力形成与发展的关键因素。 在数字产业集聚区域,众多数字企业与创新组织构成相互依

存、协同发展的生态系统[3] ,这不仅有助于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提升生产效率,还能促进知识交流和

创新产生,成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大引擎[4] 。 鉴于新质生产力在数字经济时代是以技术创新和

产业升级为主要依托而形成的高效、极具竞争力且可持续发展的生产能力,数字产业集聚无疑在其

培育过程中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 因此,深入探究数字产业集聚对新质生产力的具体影响路径,
并据此制定科学合理的发展策略,对于我国在数字经济时代抢占发展先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

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数字产业集聚是数字经济研究的一个重要细分领域,近两年学界对其重视程度日益提高,相关研究

成果也在快速增加。 既有与数字产业集聚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聚焦于影响因素和影响效应两个方面。
关于数字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赵放等以大数据交易平台建设的准自然实验作为实证支撑,认为数据要

素市场化从数字技术创新和数字人力资本两方面对数字服务业和数字制造业的集聚现象分别产生促进

和抑制作用[5] ;叶堂林等对我国 289 个城市的数字产业样本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城市间的创新互动水

平、城市科技资本投入和科技成果储量均对数字产业集聚产生促进作用,但影响程度在不同行业间具有

显著差异[6] ;毛丰付等研究了长江经济带数字产业的演化趋势,发现其呈现明显的集聚发展态势,并受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信息化发展潜能相关因素的影响[7] 。 关于数字产业集聚的影响效应,赵放和蒋国

梁以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展开实证探讨,认为数字产业集聚能够从研发投资和创新人才两方面有效提高

数字产业的创新能力[8] 。
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一场具有深远影响力的科技革命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 这场革命不

仅深刻地重塑了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还加速了生产力从传统形态向新质生产力的转型升级。 蒲清平

认为,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是在科技创新的推动下,由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催生的[9] 。 它代表了

一种新型、高质量的生产力跃升,具有高效能和高质量的自然利用与改造能力。 新质生产力起点在

“新”,关键在“质”,落脚在“生产力”。 学界也根据不同的视角构建其指标,赵鹏等从科技生产力、绿色

生产力和数字生产力三个维度来刻画新质生产力[10] 。 王珏和王荣基是从劳动者、劳动对象和生产资料

三大维度构建了新质生产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11] 。
新质生产力是当前的研究热点,尽管该研究领域起步时间较晚,但由于受到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其研

究成果已相当丰富。 在其影响因素上,如何利用数字经济提高新质生产力是学界当下关注的重点之一。
张慧智和李犀尧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两个渠道促进企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12] 。
吴文生等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可以通过推动技术创新和优化就业结构提高长三角地区的新质生产力水

平[13] 。 冯永琦和林凰锋探讨了数据要素赋能新质生产力的理论逻辑和实现路径,认为数据要素不仅能直

接提高新质生产力,还能通过与劳动者和劳动资料深度融合促进新质生产力形成[14] 。 戚聿东和沈天洋探

讨了人工智能赋能新质生产力的逻辑、模式与路径,认为人工智能凭借其数智属性有效提升新质生产

力[15] 。 罗爽和肖韵以地级市面板数据展开实证讨论,发现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聚能够有效提升新质生产

力,但存在区域异质性,同时还存在科学技术突破、生产要素配置与产业结构升级三种作用机制[16] ;张夏恒

论述了数字经济增强新质生产力的内在逻辑和实现路径,认为数字经济不仅可以为新质生产力生成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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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支撑、管理范式和模式借鉴,还能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环节加速新质生产力生成[17] 。
文献梳理显示,近年来数字产业集聚研究虽在成果数量上呈快速增长态势,但现有研究视角多固化

于技术创新这一单一维度,对其多元影响效应的探索存在明显滞后性,研究视域亟待从线性单点向立体

多维拓展。 值得注意的是,针对新质生产力测度的复杂性这一研究痛点,未来可创新性地以数字产业集

聚为分析基点,通过构建动态实证研究框架,突破传统静态分析模式,系统解构其影响因素的层级关联

与作用机制的传导路径,进而形成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价值的政策方案,为决策提供创新性的理论支撑

与路径参考。

三、研究假设

(一)数字产业集聚对新质生产力的直接作用

数字产业集聚对新质生产力具有多方面积极影响:首先,从要素配置的角度看,数字产业集聚有利

于降低交易成本、融合多种科技创新技术,通过知识溢出促进知识创造与传播,优化创新资源配置,提高

创新活动的效率与质量,为新质生产力提供创新动力源泉[18] 。 其次,从知识溢出视角看,数字产业集聚

通过“干中学”的动态知识积累机制,加速技术知识的内生迭代与外溢扩散。 产业集聚地区主体经由高

频交互、隐性知识传递及试错反馈形成知识共享网络,促进创新所需知识快速流动与整合。 这种溢出效

应降低创新成本与风险,通过知识重组推动技术范式跃迁,为新质生产力的变革提供核心驱动力,实现

从技术突破到生产要素效率提升与生产函数重构的转变。 然后,从协同作用角度看,波特的产业集聚与

竞争优势理论指出,数字产业的集聚区会加速企业之间的竞争,通过外部压力或市场机制的驱动,促使

企业生产要素实现更优配置组合[19] ,提升生产效率,推动生产力发展。 同时,整合上下游产业链,形成

紧密的产业生态,加强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协同合作[20] ,加速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并为制造业转型升级

提供有力支撑[21] 。 最后,从绿色技术进步看,依赖人才优势与可持续发展战略,推动绿色技术和循环经

济发展,技术融合扩散、创新生态构建、人才汇聚以及可持续经济发展共同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提升

奠定坚实基础[22] ,提升整体经济效益与市场竞争力,以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23-24] 。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提出以下预期假设:
H1:数字产业集聚会正向促进新质生产力的水平。

(二)数字产业集聚对新质生产力的间接作用

1. 基于新型城镇化的间接作用

首先,数字产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影响显著。 根据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强调的外部经济效应,数字

产业集聚过程能产生“虹吸效应” [25] ,吸引周边劳动力、信息等生产要素及优质资源向核心区域汇聚,带
动周边基础设施与治理能力提升[26] ,进而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的提升。 其次,其能够提供充足就

业岗位,集聚人口资源要素[27] ,重构空间格局,重塑要素结构,有效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28] ,助力

打造智慧城市[29] 。 最后,新型城镇化会进一步提高新质生产力。 新型城镇化注重多方面创新,塑造可

持续生产、低碳生活及生态宜居的现代城市化模式,有助于形成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的生产方式[30] ,
进而激发新质生产力的活力,对新质生产力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提出以下预期假设:
H2:新型城镇化在数字经济产业集聚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中发挥机制传导作用。
2. 基于金融产业集聚的间接作用

从理论层面来看,数字产业集聚对金融集聚有着重要影响,能够借助合作模式整合资源,共享生产

设备与原材料采购渠道,降低运营成本,获得规模效益。 同时,企业通过合作还能有效分散风险,在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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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波动、技术变革等不确定因素时,共同承担风险的方式使其相较于“单打独斗”更为稳定,这种收益

和稳定性的增加吸引了金融产业的聚集[31] 。 依据“核心—边缘”理论,数字产业集聚能产生集聚向心

力[32] ,吸引周边地区的金融机构、服务、人才以及相关活动向本地区高度集中,进而引发金融产业集

聚[33] 。 同时,金融产业集聚对新质生产力也有着积极作用[34] 。 金融集聚可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将资本

导向具有高发展潜力的领域,着重向技术含量高、创新能力强、成长速度快的高新技术企业和创新型企

业倾斜,而这些企业恰恰是新质生产力的主要来源,其在获取足够的金融支持后,能够进一步加速新质

生产力的形成[35] 。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提出以下预期假设:
H3:金融产业集聚在数字经济产业集聚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中发挥机制传导作用。

(三)政府数字关注度在数字产业集聚对新质生产力影响中的调节作用

数字产业集聚对新质生产力具有正向的调节作用。 首先,国家政策导向和政府注意力配置往往对

企业行为具有靶向激励功能,特别是当政府对数字化领域给予更多关注时,企业往往会增加对数字创新

项目的投资和支持,从而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36-37] 。 其次,政府的数字关注程度能够促进数据的流

通和整合。 一个高水平的数字关注环境能够增强政府收集和分析数据的能力,进而全面了解不同地区

和行业的运行情况,从而为提升新质生产力提供科学具体的政策支持。 最后,政府的数字关注程度能够

推动技术的发展。 通过制定和实施数字化发展政策,可以促进资源的自由流动,为技术进步创造有利的

制度环境,从而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提供技术支撑[38] 。 综上,政府所传达的积极信号、政策支持与数据

资源共享激励了企业利用这些数据进行创新,开发新的产品和服务,进而强化了数字产业集群对创新力

和市场竞争力的提升作用,加速了科技成果向新质生产力转化。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提出以下预期假设:
H4:政府数字关注度有利于强化数字产业集聚对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
文章研究框架如图 1 所示:

 

图 1　 研究框架图

四、研究设计

(一)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

新质生产力。 目前,对新质生产力的测度方式众多,但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标准[39-41] 。 借鉴卢江

等对新质生产力的理解,新质生产力是一种以创新为主导,强调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先进生产力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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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符合新发展理念[42] 。 结合选取指标要遵循科学、全面、合理以及可获取的特性,文章从技术生产力、
创新生产力、绿色生产力、数字生产力、人才生产力 5 个维度,27 个指标对新质生产力进行评价,具体指

标如表 1 所示。 技术生产力直接体现了新质生产力中的“新”和“质”。 它强调的是通过技术进步和技

术创新来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这包括但不限于研发投入、技术生产与引进等指标。 创新生产力

体现了新质生产力的“新”。 它不仅包括科技创新,还包括生产关系创新,强调创新的广度和深度,以及

创新成果对生产力提升的贡献。 绿色生产力体现了生产质量的提升。 它强调在生产过程中实现资源的

高效利用和环境的可持续性,从而提高生产的整体质量和效益。 数字生产力体现了新质生产力的

“新”。 它关注的是数字技术在生产和服务中的应用,如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以及这些技术如

何提高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 人才生产力体现了新质生产力的“质”。 它强调的是高素质劳动者队伍

的重要性,包括教育水平、技能培训等,这些都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 进一步采用时序全局主

成分分析法对其进行测度,计算得到相关各省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综合得分[43] 。
 

表 1　 新质生产力测度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解释 单位 属性

技术生产力 技术投入 引进技术经费支出 万元 +

技术研发 规上工业企业 R&D 人员全时当量 h +

技术生产 机器人安装原始密度 % +

技术成果 高等学校发表科技论文 篇 +

技术交易 技术市场成交额 万元 +

技术引进 国外技术引进合同数 项 +

创新生产力 创新研发 国内专利授予数 项 +

创新产业 人工智能企业数量 个 +

创新投入 规上工业企业产业创新经费 万元 +

创新产品 规上工业企业新产品开发项目数 项 +

绿色生产力 能源消费弹性 能源消费增长率 / 地区 GDP 增长率 % -

用水强度 工业用水量 / 国内生产总值 % -

废物利用 工业固废物综合利用量 / 产生量 % +

废水排放 工业废水排放量 / 国内生产总值 % -

废气排放 工业 SO2 排放量 / 国内生产总值 % -

绿色资源 森林覆盖率 % +

数字生产力 电子信息制造 集成电路产量 亿块 +

电信业务通讯 电信业务总量 亿元 +

网络普及率 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 万个 +

软件服务 软件业务收入 万元 +

数字信息 光缆线路长度 / 地区面积 m +

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销售额 万元 +

人才生产力 教育培养 高等学校本科以上学历在校学生数 / 总人口 % +

人才素质 人均受教育平均年限 年 +

人才培养 年度工会职业培训机构培训人次 人 +

技能水平 高级职称 / 职业鉴定考核人数 % +

人才效果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 / 地区 GDP 增长率 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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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产业集聚。 数字产业包括数字设备制造、数字信息传输、数字技术服务、数字内容与媒体及相

关服务等。 目前,现有的文献资料主要是采用行业集中度、基尼系数[44] 、EG 指数[45] 、DO 指数[46] 、区位

熵指数[47]等来测度相关产业的集聚程度以及专业化程度。 文章采用区位熵的方式来衡量数字产业集

聚水平,区位熵可以消除区域规模的差异因素,并且真实地反映地理要素的空间分布:

DIC=
eiI
EI

∕
ei
E( ) 。 (1)

式(1)中,eiI 表示第 i 省份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行业从业人员,EI 表示该行业总就业人员,
ei 表示城镇单位就业人员,E 表示总就业人员。

3. 中介变量

新型城镇化。 首先,根据新型城镇化的概念,文章从人口、经济、社会、生态和土地五个维度综合选

取指标以构建新型城镇化的评价体系[48] ,并采用熵值法测算出最终的指数,具体指标如表 2 所示;金融

集聚水平。 文章采用区位熵方法测度金融集聚水平。 具体计算如下:

FAL=
AVF i ∕ GDP i

AVF ∕ GDP
。 (2)

式(2)中,AVF i 表示地区金融行业增加值,GDP i 表示地区生产总值,AVF 全国金融行业增加值,
GDP 表示国内生产总值。

 

表 2　 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单位 属性

人口城镇化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 +

城镇人口密度 人 / 平方公里 +

城镇登记失业率 % -

经济城镇化 人均 GDP 元 / 人 +

第三产业增加值 / GDP % +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亿元 +

社会城镇化 教育支出 / 财政支出 % +

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数 人 +

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 标台 +

人均公共图书馆藏量 册 / 人 +

土地城镇化 市辖区建成区面积 平方公里 +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

生态城镇化 城市污水日处理能力 万立方米 +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平方米 / 人 +

4. 调节变量

政府数字关注度。 通过文本挖掘技术量化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文本信息,参考政府文本、文献,共总

结出 121 个关键词词频。 其中,关键词词频分析主要涵盖数字技术和数字应用两个方面。 数字技术包

含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通信技术、物联网以及云计算等关键词;数字应用包含服务业、工业、农业、
数字政府等关键词。 通过统计政府在 2011—2022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包含的数字关键词的占比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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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数字关注度[49] 。
5. 控制变量

为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对以下变量进行控制:(1)政府干预程度:用财政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

的比值表示;(2)金融发展水平:用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的比值表示;(3)基础设施水平:用公里里程数

与总人口数表示;(4)人口老龄化:用 65 岁以上的人口数与 15 岁至 64 岁人口数的比值表示;(5)人均

固定资产投资:用固定资产投资额与年末常住人口数比值的对数表示。

(二)模型构建

1. 基准回归模型

NPF it =α0 +α1DIC it+α2X+ui+vt+εit。 (3)
式(3)中,i 表示省份,t 表示年份;被解释变量 NPF it 表示省份 i 在第 t 年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水平,

DIC 表示数字产业集聚,X 表示控制变量,其中包括政府干预程度、金融发展水平、基础设施水平、人口

老龄化和人均固定投资。 另外 α 为待估参数,ui 为个体因素,vt 为时间因素,εit 为随机干扰项。
2. 中介效应模型

Mit =β0 +β1DIC it+βX+ui+vt+εit。 (4)

采用两步法[50]进行中介机制检验,模型设定如式(4),β 为待估参数,M 为中介变量,分别包括新型

城镇化和金融集聚水平。 其余变量设定及含义与式(3)一致。
3. 调节效应模型

NPF it = θ0 +θ1DIC it+θ2GDF it×DIC it+θ3GDF it+βX+ui+vt+εit。 (5)
式(5)中,θ 为待估参数,GDF it 为调节变量数字政府关注度;GDF it ×DIC it 代表数字政府关注度与数

字产业集聚度的交互项,其余变量设定及含义与式(3)一致。

(三)数据来源

文章采用 2011—2022 年的面板数据分析,数据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

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中国能源统

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以及国家统计局、各省市统计年鉴、政府工作报

告等。 西藏自治区数据缺失值较多,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补充。 表 3 报告了相应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结果。
 

表 3　 描述性统计统计结果

变量 符号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新质生产力 NPF 360. 000 0. 000 0. 556 -0. 581 3. 362

解释变量 数字产业集聚 DIC 360. 000 0. 899 0. 731 0. 367 5. 021

控制变量 政府干预程度 DGI 360. 000 0. 247 0. 102 0. 107 0. 643

金融发展水平 FAI 360. 000 3. 432 1. 096 1. 678 7. 609

基础设施水平 TIL 360. 000 11. 702 0. 853 9. 400 12. 913

人口老龄化 AGE 360. 000 15. 604 4. 445 7. 400 28. 800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CAP 360. 000 10. 592 0. 416 9. 393 11. 490

中介变量 新型城镇化 NUR 360. 000 0. 289 0. 096 0. 165 0. 663

金融集聚水平 FAL 360. 000 1. 018 0. 513 0. 364 5. 021

调节变量 政府数字关注 GDF 360. 000 0. 261 0. 152 0. 000 1. 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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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证部分

(一)基准回归结果

运用双固定效应模型检验数字产业集聚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 具体来说,表
4 列(1)显示了仅控制地区和时间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列(2)至列(6)显示了在控制地区和时间固定

效应的同时逐步引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可以发现,数字产业集聚的系数始终在 1%水平上显著为

正,说明数字产业集聚能够有效促进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H1 得到初步验证。 假设 H1 得到初步验

证,分析原因可能在于数字产业集聚可通过技术创新与知识溢出提升企业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其集聚

效应能促进资源集中利用、加强产业链上下游合作协同,进而优化生产要素配置与效率;同时,企业间竞

争压力的增加也可能激发创新活力,推动新产品和服务的开发与推广。
 

表 4　 基准回归结果

(1) (2) (3) (4) (5) (6)

新质生产力

数字产业集聚
0. 153∗∗ 0. 154∗∗ 0. 159∗∗∗ 0. 194∗∗∗ 0. 200∗∗∗ 0. 195∗∗∗

(0. 053) (0. 053) (0. 048) (0. 041) (0. 048) (0. 046)

政府干预程度
0. 035 0. 150 0. 422 0. 476∗ 0. 795∗∗

(0. 159) (0. 244) (0. 251) (0. 258) (0. 337)

金融发展水平
-0. 023 -0. 002 0. 006 -0. 011

(0. 024) (0. 017) (0. 018) (0. 032)

基础设施水平
0. 620∗∗∗ 0. 597∗∗∗ 0. 585∗∗∗

(0. 123) (0. 110) (0. 117)

人口老龄化
-0. 006 -0. 002

(0. 004) (0. 003)

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0. 115∗∗

(0. 037)

常数项
-0. 075 -0. 083∗ -0. 049 -7. 370∗∗∗ -7. 078∗∗∗ -8. 163∗∗∗

(0. 051) (0. 039) (0. 055) (1. 471) (1. 312) (1. 767)

个体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数目 360. 000 360. 000 360. 000 360. 000 360. 000 360. 000

拟合优度 0. 139 0. 139 0. 141 0. 218 0. 221 0. 255

　 　 注:∗∗∗
 

、∗∗
 

、∗
 

依次表示在 1%、5%、10%水平上显著,()内数值为稳健性标准误。 下表均相同。

(二)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

1. 稳健性检验

根据前述研究结果,数字产业集聚对新质生产力具有促进作用。 为检验实证结果的可靠性,采用三

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一,更换指标评价方法,采用熵值法对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重新进行测度。
结果如表 5 列(1)所示,数字产业集聚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 第二,剔除直辖市样本。 政策倾向性

的巨大差异可能导致直辖市的新质生产力异于其他地区,因此,剔除北京、天津、重庆及上海 4 个直辖市

进行样本回归。 结果如表 5 列(2)所示。 除去直辖市之后,在 5%的显著水平下,数字产业集聚对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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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的作用仍然为正,佐证假设 H1 成立。 第三,更换估计方法。 为进一步缓解异方差和自相关问

题,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重新估计,结果如表 5 列(3)所示。 数字产业集聚的回归系数为

0. 318,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数字产业集聚依然对新质生产力发展产生正向推动作用。 从估计

结果看,各个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论保持一致,因此,上文研究具有稳健性。
2. 内生性检验

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越高,表明数字技术发展更加先进,产业的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 因此,数字

产业集聚与新质生产力发展之间存在互为因果的可能性。 为了处理反向因果带来的内生问题,文章构

建河流密度与时间趋势的交互项作为工具变量[51] ,从相关性看,河流密度凭借地理区位优势影响交通

与水资源供给,直接推动数字产业集聚,典型如长三角地区。 同时,时间趋势可动态反映数字产业的发

展进程,早期集聚优势会随时间不断强化。 在外生性方面,河流密度作为自然地理特征,独立于数字产

业人为因素;时间趋势体现宏观社会经济科技发展,不受局部产业波动干扰。 二者共同确保工具变量外

生性,有效排除混杂因素,精准识别数字产业集聚对新质生产力的真实影响,为研究提供可靠依据。 对

回归模型进行检验第一阶段检验结果如表 5 列(4)所示,工具变量系数统计显著,表明它与数字产业集

聚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表 5 列( 5) 汇报了第二阶段的检验结果,数字产业集聚在 5%水平上显著,
Kleibergen-Paap

 

rk 的 LM 统计量显著拒绝原假设,Kleibergen-Paap
 

rk 的 Wald
 

F 统计量均大于 Stock-
Yoqo 弱识别检验 10%水平上的临界值,表明上述工具变量的选取具有合理性。

 

表 5　 稳健性与内生性结果

(1) (2) (3) (4) (5)

新质生产力 1 新质生产力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DIC NPF

数字产业集聚 0. 069∗∗∗ 0. 019∗∗ 0. 305∗∗∗ 0. 086∗∗

(0. 013) (0. 007) (0. 077) (0. 041)

工具变量 0. 399∗∗∗

(0. 046)

常数项 1. 508∗∗∗ -0. 310∗∗ -0. 986 -180. 867∗∗∗ -4. 949∗∗

(0. 183) (0. 104) (0. 779) (21. 316) (2. 14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 是 是 是 是 是

一阶段 F 统计量 76. 400

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 243. 190

Kleibergen-Paap
 

rk
 

LM_P 统计量 19. 900∗∗∗

观测数目 360. 000 312. 000 360. 000 360. 000 360. 000

拟合优度 0. 578 0. 596 0. 552 0. 520 0. 964

(三)中介与调节效应分析

1. 中介效应

为深入分析数字产业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分析其内在的影响机理,从新型城镇化和金融集聚水平

两个方面对其影响机制进行检验,实证结果如表 6 所示。 表中第(1)列显示,数字产业集聚对新型城镇

化的影响系数为 0. 047,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这种显著性表明数字产业的集聚效应对新型城镇化的

进程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假设 H2 得到验证。 数字产业集聚带来了技术溢出效应和创新氛围,促进

了区域内的知识和信息交流,加速了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模式的涌现。 同时,数字产业的集聚也吸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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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高技能人才,为新型城镇化提供了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进一步,数字产业集聚与新型城镇化的互

动发展,有助于形成更加完善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提高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和居民的生活质量。 同

时,表中第(2)列金融集聚水平的影响系数显著为 0. 281,说明数字产业集聚可以提升金融集聚水平,假
设 H3 得到验证。 数字产业集聚和发展能吸引和培养专业金融人才,这些人才对金融市场运作、风险管

理和资本运作有深入理解和丰富经验。 同时,数字产业发展需更高效的资金支持,以降低融资成本,加
速创新成果转化。 金融集聚带来的科技创新和人才汇集能有效提升新质生产力水平。

2. 调节效应

如表 6 所示,列(3)和(4)中,数字产业集聚的系数分别为 0. 185 和 0. 092,其均在 1%水平下显著,
数字产业集聚和政府数字关注度交互项的系数为 0. 267,其在 5%下显著这表明政府数字关注度在数字

产业集聚影响新质生产力的机制中发挥正向调节效应,假设 H4 得到验证。 这可能源于政府在政策制

定、资源配置、基建投入、创新培育、数据治理及信息安全等多维度的积极干预,有效强化数字产业集聚

效应,推动新质生产力的提升。 其政策举措既降低产业发展风险,又借助技术转移与知识溢出促进创

新,是驱动数字产业集聚、加速数字化转型、提升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力量。
 

表 6　 中介与调节结果

(1) (2) (3) (4)

新型城镇化 金融集聚水平 新质生产力

数字产业集聚
0. 046∗∗∗ 0. 280∗∗ 0. 183∗∗∗ 0. 089∗∗∗

(0. 011) (0. 122) (0. 024) (0. 023)

政府数字关注
0. 393∗ 0. 137∗∗∗

(0. 199) (0. 037)

数字产业集聚∗

政府数字关注

0. 269∗∗

(0. 105)

常数项
0. 094 -5. 754 -7. 245∗∗∗ -6. 436∗∗∗

(0. 322) (4. 037) (0. 775) (0. 70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个体 是 是 是 是

时间 是 是 是 是

观测数目 360. 000 360. 000 360. 000 360. 000

拟合优度 0. 572 0. 203 0. 389 0. 539

(四)异质性分析

鉴于相关各地区资源禀赋存在较大差异,导致数字产业集聚水平在不同地区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
可能对新质生产力产生不同的影响。 为考察这一问题,进一步从经济环境、市场环境和产业基础来探究

异质性。
从经济环境方面。 采用人均 GDP 进行测度,并以平均数为依据。 表 7 列(1)和(2)表明,在经济发

达的地区,数字产业集聚能够显著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但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数字产业集聚却对新

质生产力的影响作用明显偏小,且不显著。 这可能是由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缺乏足够的经济基础和人才

支撑去承担产业的持续发展。
在市场环境方面,采用“市场化指数”来衡量[52] ,并以中位数划分高低两组。 结果如表 7 列(3)和

(4)所示,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数字产业集聚能够显著激励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市场化程度较高

的地区,往往拥有更加完善的市场机制,包括公平竞争、价格发现、资源配置等。 同时,资本流动性强,能
够为数字产业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具备更强的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些因素的作用促进了新质生产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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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发展。
在产业基础方面,采用“第三产业产值 / 第二产业产值”来衡量,并以中位数划分高低组。 表 7 列

(5)和(6)表明,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地区通常拥有较为雄厚的技术基础和研发能力,这为数字产业集聚

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产业链更加完整,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协同效应更强,数字产业集聚能够通过

产业链的协同作用,提高整个产业的效率和竞争力。
 

表 7　 异质性结果

(1) (2) (3) (4) (5) (6)

经济环境 市场环境 产业基础

高组 低组 高组 低组 高组 低组

数字产业集聚
0. 338∗∗∗ 0. 192 0. 336∗∗∗ 0. 033 0. 294∗∗∗ -0. 200∗

(0. 037) (0. 147) (0. 115) (0. 105) (0. 112) (0. 107)

常数项
-4. 808∗∗∗ -2. 323 -7. 760∗∗∗ -2. 407 -8. 699∗∗∗ -1. 123

(0. 670) (0. 365) (1. 539) (1. 795) (2. 522) (1. 29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经验 p 值 -0. 146∗∗∗ 0. 062∗∗∗ 0. 049∗∗∗

观测数目 151. 000 209. 000 180. 000 180. 000 180. 000 180. 000

拟合优度 0. 661 0. 556 0. 735 0. 466 0. 739 0. 333

六、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文章基于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和特征,构建了一个包含技术、创新、绿色、数字和人才五个维度的指标

体系,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新质生产力进行了测算。 利用 2011—2022 年的省级样本面板数据,实证

检验了数字产业集聚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 文章的研究结论如下:(1)数字产业集

聚对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经过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依然成立。 (2)新型城

镇化和金融集聚水平在数字产业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传导机制的作用。 (3)政府的数字关

注度能够强化数字产业集聚对新质生产力的促进作用。 (4)数字产业集聚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存在区

域异质性,在经济发展水平高、市场化程度高和产业结构升级水平高的地区更为显著。

(二)建议

第一,聚焦核心技术突破,打造全球数字产业竞争高地。 构建“基础研究—应用转化—产业落地”全链

条创新体系,依托数字经济先行区建设国家级创新集聚区,布局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重大科技设施。 支持

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以“揭榜挂帅”攻克“卡脖子”技术,提高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对中小企

业按设备更新费用比例给予补贴,小微企业享有“先补贴后验收”通道。 搭建跨境数据安全平台,创新数字

贸易规则,对跨境数据服务和数字内容出口企业给予退税补贴,简化外汇结算,培育全球数字产业集群。
第二,构建新型城镇化与数字产业融合发展生态。 在城市群核心城市建“数字经济创新港”与智慧

园区,给予入驻企业租金优惠。 设立协同发展基金,支持高技能人才引育与产学研合作,对吸纳数字人

才的企业予岗位补贴,对开展数字技能培训的按人数补贴。 建设城乡数据要素流通市场,推行“数据经

纪人”制度。 经纪人须经权威认证,促成交易按比例奖励,实现算力共享,参与算力调度平台的企业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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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比例享受电费补贴。 完善数字金融监管沙盒,创新供应链金融产品,对沙盒内产品给予风险补偿,
支持数据质押贷,为产业集聚提供金融支持。

第三,实施差异化区域数字产业发展战略。 发达地区建设数字产业创新总部基地,对达标企业给予

税收返还,在总部基地注册且营收达标的数字企业,按照前几年返还企业所得税地方留存部分及增值税

地方留存部分的一定比例,支持开源社区与孵化中心建设,对建设开源平台、孵化数字初创企业的机构,
按孵化成功项目数量给予相应奖励,并设置年度上限;欠发达地区开展“数字基建补短板”行动,补贴新

建数据中心,对符合能效标准的数据中心,按固定资产投资的一定比例补贴,并设置单个项目上限及长

期电价补贴,设立产业转移基金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对东部数字企业向中西部转移的,按设备搬迁费用

的一定比例补贴,并设置上限,同时享受相关所得税优惠政策。 建立区域协同发展联盟,推行“飞地经

济”,对跨区域合作项目实施税收分成,按一定比例分配,并设置持续年限,打破要素流动壁垒,建立数

字人才跨区域社保衔接机制,简化转移手续,实现数字企业资质全国互认,跨区域数据传输无需重复备

案,实现数字经济整体跃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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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t
 

the
 

critical
 

juncture
 

where
 

the
 

global
 

digital
 

economy
 

is
 

accelerating
 

its
 

penetration
 

and
 

the
 

new
 

round
 

of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is
 

deeply
 

integrat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s
 

a
 

powerful
 

driving
 

force
 

for
 

future
 

developmen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patial
 

layout
 

of
 

the
 

digital
 

industry.
 

At
 

this
 

point,
 

systematically
 

revealing
 

the
 

action
 

path
 

of
 

digital
 

industry
 

agglomeration
 

on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not
 

only
 

enriches
 

the
 

rel-
evant

 

theoretical
 

system
 

but
 

also
 

holds
 

significant
 

academic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high-
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 including
 

autonomous
 

regions
 

and
 

municipalities
 

directly
 

und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mong
 

the
 

34
 

provin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22,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intrinsic
 

connection
 

between
 

digital
 

industry
 

agglomeration
 

and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nd
 

deeply
 

explores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The
 

research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
 

digital
 

industry
 

agglomerat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promoting
 

effect
 

on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which
 

is
 

stable
 

and
 

continuous,
 

and
 

serves
 

as
 

the
 

core
 

driving
 

for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
tivity.

 

Second,
 

digital
 

industry
 

agglomeration
 

can
 

generate
 

indirect
 

empowerment
 

effects
 

through
 

dual
 

paths.
 

On
 

the
 

one
 

hand,
 

it
 

can
 

enhance
 

the
 

level
 

of
 

new
 

urbanization,
 

optimize
 

the
 

allocation
 

of
 

population
 

and
 

re-
sources;

 

on
 

the
 

other
 

hand,
 

it
 

can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financial
 

agglomeration,
 

providing
 

financial
 

sup-
port

 

for
 

the
 

cultiv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hird,
 

the
 

increase
 

in
 

government
 

digital
 

attention
 

is
 

an
 

im-
portant

 

moderating
 

factor,
 

which
 

can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digital
 

industry
 

agglomeration
 

on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Fourth,
 

this
 

promoting
 

effect
 

shows
 

regional
 

heterogeneity
 

and
 

is
 

more
 

prominent
 

in
 

regions
 

with
 

developed
 

economies,
 

high
 

marketization
 

levels,
 

and
 

significant
 

industrial
 

structure
 

upgrades.
 

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puts
 

forward
 

targeted
 

suggestions,
 

including
 

building
 

internationally
 

competitive
 

dig-
ital

 

industry
 

clusters,
 

improv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finance,
 

en-
hancing

 

government
 

digital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and
 

implementing
 

differenti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with
 

the
 

aim
 

of
 

providing
 

solid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effective
 

practical
 

guidance
 

for
 

accelerating
 

the
 

cultiv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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